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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歷程之探討—

對偶性研究

劉禹婕*

本研究從臺灣不孕夫妻所處的文化脈絡出發，以性別與文化之社會建構論為視框，理解臺灣

夫妻面對不孕求子之關係歷程。研究採敘事取向與對偶（dyadic）研究方法，深度訪談三對臺
灣面對不孕求子歷程之夫妻，以理解其在文化脈絡下的經驗、互動及挑戰。研究結果顯示，

不孕求子歷程並非個人經驗的累積，而是一段伴隨文化期待、性別角色與伴侶互動持續協商

的關係歷程。夫妻首先受到「完整家庭」與傳宗接代等家庭想像的影響而踏上求子之路，隨

後共同經歷人工生殖療程中的身心煎熬與「停—進」決策歷程；在醫療情境中逐漸形成「妻

主導—夫配合」的對偶互動模式，並因不同的情緒需求與保護策略而產生互動錯位。當原生

家庭求子期待逐漸滲透至伴侶關係時，丈夫多承擔緩衝、阻擋與協商的角色，而夫妻關係亦

在文化壓力、角色責任與彼此理解之間，經歷由「結」到「解」的動態轉化歷程。最後，本

研究建議未來持續發展以伴侶對偶為分析單位之本土研究，特別關注不同不孕原因及男性不

孕經驗對伴侶關係之影響；實務工作者則可從文化脈絡與伴侶互動的觀點介入，協助伴侶鬆

綁性別與傳統文化所帶來的角色壓力，促進共同面對不孕議題，以提升關係韌性並將危機化

為轉機。

關鍵詞： 人工生殖經驗、不孕夫妻、親密關係、華人文化、對偶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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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Helms（2013）在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婚姻關係時，引用 Berscheid（1999）的觀點
指出：

有些脆弱的關係之所以能夠長久維持，是因為他們從未遭遇對關係有毒的情

境；然而，有些非常牢固的關係卻會瓦解―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親密、不夠

投入或缺乏愛，而是由於命運，或伴侶雙方忽略了其關係易受外在力量影響

的脆弱性……（Berscheid, 1999, 引自Helms, 2013, p. 244）
這段話不僅展現了維繫一段關係的困難，更提醒我們在探討婚姻關係時，應關注

當代議題與社會脈絡對伴侶關係的影響。

而「不孕」，無疑是當代臺灣夫妻所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在臺灣，約有10-
15%的已婚夫婦經歷不孕（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9）。雖然依據《人工生殖
法》，異性婚姻中的不孕夫婦如今可透過人工生殖技術進行治療，但整個過程費用高

昂、程序複雜、具身體侵入性，且成功率難以掌控；對於夫妻造成極大的情緒困擾與

經濟壓力（Chow et al., 2016; Luk & Loke, 2015; Pasch & Sullivan, 2017; René et al., 
2022）。在治療期間，夫妻將經歷生活方式的改變、生理與心理的變化、婚姻關係的
轉變以及各式各樣的壓力來源，這些種種的因素導致治療中途放棄的比率居高不下

（Boivin & Gameiro, 2015; Van den Broeck et al., 2009）。
除了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外，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不孕伴侶所處的文化脈絡對

其的影響，例如社會污名化可能對不孕夫妻造成的重大衝擊（Nieuwenhuis et al., 2009; 
Taebi et al., 2021）。Greil等人（2010）回顧了有關不孕的文獻，指出不孕是一種脫離
脈絡便無法理解的社會建構議題。相關的專業人員必須理解不孕的社會與文化背景，

以及此對夫妻的影響，才能在整個過程中提供適當的協助與心理支持（Alamin et al., 
2020）。
故本研究希冀從臺灣不孕夫妻所處的文化脈絡出發，帶著性別與文化的視野來理

解臺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的歷程，更期待可以提供實務界具脈絡性的觀點，以有效協

助臺灣面對不孕求子歷程的夫妻。

一、不孕與性別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針對2020年臺灣人工生殖施行結果的報告，全臺
共99家人工生殖機構通報了共58,476次的治療週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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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此顯示大多數的不孕夫妻都選擇投入人工生殖的療程來開啟求子之路。雖然
不孕的原因眾多，但女性因為生理上的因素，在人工生殖的過程中幾乎是治療的主

體，而治療過程除了身體上的不適外，亦可能對於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詹豐毓，

2009）。除了研究者在其後將探討的文化脈絡因素外，有些學者從性別因素，特別是
母職的角度來理解多數不孕女性願意投入人工生殖治療的原因；女性主義學者認為人

類歷史發展經驗對於母職的理解，幾乎一面倒的以化約的邏輯模式建立：「女性」等

於「母親」，而「母親」等於「母職」，所以「女性」等於「母職」（潘淑滿，

2005）。這使得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認為懷孕（生育）是女性天賦功能，女性在
生育上必須負起責任（Yao et al., 2018）。由此來看，成為「母親」這個角色有很大
的部分被社會建立在女性身上，尤其是已婚女性對於自我的認同上，而臺灣不孕女性

的相關研究似乎證實了這個部分；較為早期的研究是李淑杏等人（2000）針對臺灣中
部不孕症研究中心共140位不孕婦女在接受試管嬰兒治療過程中的心理社會反應做的
縱貫式調查研究，發現不孕婦女在自我心像／自尊、罪惡感／責難、性問題及人際關

係之心理社會反應在各個階段之平均值得分率均在中度偏高（分數越高代表其壓力越

大）。詹豐毓（2009）針對三位臺灣不孕女性深度訪談的研究中，也發現包含「自我
價值感與生命意義的陷落、與夫家家人關係品質的轉變、人際關係的隔閡」等的失落

內涵，及不同層面的悲傷反應。林文麗（2014）訪談了四位進行不孕療程的半導體產
業中高階的女性主管，受訪者在不孕療程的過程中，表達了許多無法當母親的失落與

面對家人的歉疚與自責。

大致來說，台灣本土不孕女性的研究和Ying等人（2015）針對2000年至2014年的
33篇不孕相關研究所做的回顧結果一致；女性因為生理、社會化過程和角色期待的不
同，在面對不孕時，比起男性，經歷更多的負向經驗，包含自我認同、自尊、負向情

緒和社會汙名等。而相較於女性，男性面對不孕的影響又是如何呢？郭美璋（2000）
針對75位男性不孕症患者於不孕療程之憂鬱及焦慮狀態所做的研究，發現不孕男性在
療程中的焦慮程度不高，但郭氏認為可能與有半數的受試者結束療程已超過兩年，或

與男性傾向「問題解決」的因應方式及以防衛機轉來面對不孕問題有關。然而，也有

質性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果；楊佩欣（2016）訪問了三位臺灣不孕男性，並從其生活
的不同關係面向歸納出「為夫，當之有愧」、「從性，難以盡興」、「鏡照，不再自

己」、「為子，隱形枷鎖」、「瞞友，苦不能言」等五個主題，顯示不孕對於臺灣男

性在不同角色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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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一項針對九位愛爾蘭男性的質性研究則發現，不孕影響了他們的自我

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與伴侶的關係（Dooley, 2011）。另一項同樣在英國的研究也
指出，對男性而言，不孕在身體、心理及社會層面都是一種負擔（Arya & Dibb, 
2016）。值得留意的是，在臺灣本土的研究中，不孕男性提到了作為「兒子」這個角
色與不孕相關的痛苦經驗，但這在前述兩項於英國的研究中並未出現，顯示來自文化

的角色壓力可能影響臺灣男性對不孕的反應。

整體來說，雖然比起女性的不孕症患者，男性較少被關注且表達較少的心理困

擾，但從少數的質性訪談中不難發現，不孕對其身心健康及自我觀的影響。而面對自

己的不孕狀況，男性可能因為男性氣概及「面子」問題更感到難以啟齒（楊佩欣，

2016；Dolan et al., 2017），也讓其「噤聲」的壓力更為沈重。
從性別的觀點來看，「不孕」不論對於生理性別為男性與女性的個體都產生了一

定程度的影響；女性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認同懷孕（生育）是女性的天賦功能，自

己在生育上必須負起責任而感到失落挫折；男性可能因為不孕和其男性氣概的連結

（吳嘉苓，2002；Dolan et al., 2017; Hanna & Gough, 2020）而感覺壓力與難以啟齒。
可以想見，夫妻任一方的不孕狀態都可能對於其自我造成莫大的身心壓力，對於夫妻

關係相信也是一大挑戰。

二、不孕夫妻關係 

過去臺灣對於不孕夫妻的研究甚為稀少，從少數的量化研究可以發現，妻子在不

孕的過程中承受更大的情緒壓力以及身體健康的負擔（Hsu et al., 2013）。除此之
外，妻子也感受到較高的不孕汙名感，使得負向情緒較高（林幗怡，2019）。而夫妻
雙方在面對不孕的各方壓力時，傾向於採取不同的策略；妻子傾向運用更多元的策

略，但先生則使用較多的逃避策略（陳惠婷，2019）。整體而言，臺灣不孕夫妻的研
究較為一致的支持女性所受的影響與壓力大於男性的結果（林幗怡，2019；林旖旎等
人，2004，2006；陳惠婷，2019；Hsu et al., 2013），但對於夫妻關係及生活面向的
影響則未有不孕夫妻雙方相關的研究。Luk 與 Loke（2015）回顧相關研究後指出，不
孕會影響夫妻的心理健康、性生活、婚姻關係及整體生活品質。其中，不孕對心理健

康與性生活的負面影響已有較一致的研究發現。而對於渴望生育的夫妻而言，不孕常

被經驗為對原有生命與家庭規劃的重大中斷，其長期不確定性與治療挫敗亦與焦慮、

憂鬱及情緒耗竭密切相關（Cousineau & Domar, 2007; Gameiro et al., 2012; Martins et 
al., 2016）。然而，不孕對婚姻關係與整體生活品質的影響則呈現不一致結果，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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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配偶間複雜的互動歷程，以及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資源與支持系統有關。儘管

如此，少數質性研究與實務工作經驗仍指出，不孕對夫妻關係帶來許多挑戰，值得進

一步探究。

在不孕求子歷程的高度壓力下，夫妻間的相互支持被認為是重要的保護因子

（Greil et al., 2018; Pasch & Sullivan, 2017; Schmidt et al., 2005a）。然而，當伴侶雙方
對不孕壓力的感受與因應方式不一致時，可能與較差的婚姻調適及較高的憂鬱與困擾

程度有關，進而增加關係張力（Molgora et al., 2019; Peterson et al., 2003; Peterson et al., 
2008）。過去研究指出，女性因社會化歷程與生理因素，通常較早察覺不孕可能性，
也較早投入不孕問題的處理（林旖旎等人，2004）；相較之下，男性則可能傾向與不
孕情緒保持距離，採取觀望或延後檢查的態度（Peterson et al., 2012）。此種不同步的
因應歷程，容易引發誤解與衝突，並影響夫妻關係。特別是在面對不孕帶來的情緒衝

擊時，丈夫可能因不知如何回應而選擇迴避，或因無法保護伴侶而感到挫折；妻子則

可能因丈夫的沉默而感到不被理解或不被重視（Peterson et al., 2012）。
綜合而言，不孕不僅衝擊個人的心理適應，也可能因夫妻雙方不同的因應方式而

為關係帶來挑戰。另一方面，相較於西方婚姻較強調愛情與伴侶關係，傳統華人婚姻

更被視為家族延續的重要制度（利翠珊，2006）；延續家族血脈亦被認為是個人與婚
姻的重要價值（楊國樞、葉明華，2018）。此一文化脈絡如何影響臺灣夫妻的不孕求
子歷程，亦是本研究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三、不孕與家庭文化

在傳統家族主義的華人社會中，婚姻是依存家族而存在，婚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保有家族的延續（利翠珊，2006；楊國樞、葉明華，2018）。「絕後」對華人而言是
最大的不幸和恐懼（李亦園，1988），「絕子絕孫」對華人來說，更是最嚴重的辱罵
與詛咒。而華人孝道規範制度之所以產生，其重要的目的也是為了家族的和諧、穩固

與延續，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成為每個華人心中的規鎳（葉光輝，1998）。
過去，臺灣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相關研究指出，傳統生育觀念是影響臺灣不

孕者心理社會反應的重要因素。郭碧照（2000）及李淑杏等人（2000）發現，重男輕
女、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等傳統生育信念，會影響接受人工生殖技術女性的自尊與心

理適應，且傳宗接代壓力愈強，憂鬱反應愈高。此外，林彥妏（2009）發現多數臺灣
女性皆感受到傳統生育觀念的壓力；楊佩欣（2016）則指出，華人男性不孕者敘說著
面對妻子、自己與父母感到愧疚的文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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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研究皆已有一段時間，臺灣的性別平權運動在1990年代因為婦女運動的
活耀而迅速發展，一連串的性別平等法案的修訂與建置開始出現，政府亦於2005年開
始推動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政策，讓臺灣各層級政府組
織也開始重視性別平等的重要性（BBC中文網，2015）。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發布
的「2024年性別圖像」，依2021年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計
算，臺灣的性別平等表現居亞洲第1位（行政院，2024）。而透過性別平權運動對於
多元性別族群的權利主張與對於主權渴望的連結，平權的文化概念成為了區別臺灣和

中國社會的有力象徵（Jung, 2024）。
雖然中國文化過去對於臺灣文化有一定的影響性，但隨著台灣性別平權運動的進

展，台灣社會整體對於性別相關議題似乎更朝著西方自由開放的思維邁進，但進一步

分析，卻發現裡頭似乎存在著世代差異；李怡青（2020）運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2012
年性別組資料，分析同性戀刻板印象、夫妻家庭樣貌、性保守態度、母職角色，以及

性別分工與不平權等性別平權阻礙因子，並檢驗其對同性伴侶成家權益支持程度的影

響。研究發現，相關信念具有明顯的世代與性別差異，男性及年長世代較女性與年輕

世代傾向支持傳統夫妻家庭樣貌、母職角色與性別分工。雖然該研究以同性伴侶成家

權益為分析議題，但其結果同時反映臺灣不同世代在婚姻、家庭與性別角色觀念上的

差異，特別是傳統家庭價值在年長世代中仍較為根深蒂固。

由上推論，當代臺灣不孕夫妻可能正處於婚育觀念新舊交會的文化脈絡中：一方

面受到傳統生育觀念與原生家庭期待的影響，另一方面亦處於性別意識興起及小家庭

自主性逐漸增加的社會環境（鄭靜瑜，2017；Jung, 2024）。此種世代與文化價值交
織出的脈絡，可能使不孕夫妻在求子歷程中，同時面對傳統家庭責任與現代伴侶自主

之間的協商與拉扯。因此，臺灣的不孕夫妻在如此文化脈絡下的求子經驗、關係互動

與因應方式會呈現出如何的樣貌，亦為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四、小結

不孕求子歷程並非單一個體所經驗之事件，而是一項深受伴侶互動、性別角色與

家庭文化共同影響的關係歷程。夫妻雙方雖面對相同的不孕處境，卻可能因性別位

置、家庭責任與文化期待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感受、因應策略與互動模式；這些

差異並非彼此獨立，而是在關係中相互影響、相互調整，形成具有互補性與相依性的

互動歷程。尤其在華人社會重視家族延續、傳宗接代與婚姻責任的文化脈絡下，不孕

議題往往同時涉及個人、伴侶與原生家庭等多重層次。因此，若僅從個體經驗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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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歷程，可能難以掌握夫妻如何共同回應文化期待、協商醫療決策，以及建構彼此的

關係意義。基於此，本研究嘗試從對偶觀點出發，理解臺灣夫妻如何在文化期待與原

生家庭壓力下，透過相互回應、協商與調整，共同建構不孕求子歷程的關係意義。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與招募

（一）研究取向

由於不孕是社會建構的議題（Greil et al., 2010），本研究希冀從華人文化脈絡的
角度探討臺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的經驗，而既處理個體也處理社會的議題是敘事研究

取向的特點；當個體經驗與社會脈絡連結時，經驗得以凸顯，脈絡更為清晰，觀看世

界的另一種可能性於焉形成（范信賢，2013；Clandinin & Connelly, 2000）。故本研
究採用敘事取向的研究方法，運用敘事取向看重脈絡性與整體性的特點，希望為臺灣

不孕夫妻的研究開啟瞭解個人、關係和文化的大門（林美珠，2000）。
除此之外，過去臺灣在探討不孕夫妻議題時，幾乎沒有同時存在夫和妻觀點的質

性研究，而以單一的夫或妻觀點來代表對偶，僅能代表已婚男性或女性對於婚姻關係

的想法，未能全面性的代表夫妻觀點（吳志文、張思嘉，2022；趙淑珠，2005）。因
此，本研究除關注個別敘說經驗外，亦重視夫妻如何共同建構不孕求子歷程的意義，

以及雙方在文化脈絡下的相互回應、協商與調整過程，並納入對偶觀點進行分析，以

更完整理解臺灣夫妻面對求子歷程之關係經驗與互動動力。

（二）研究招募

本研究的招募對象為年滿十八歲以上，過去兩年內曾經面對不孕求子歷程的臺灣

夫妻，研究招募廣告透過社群媒體平台（主要為Facebook社群群組）招募。在獲得各
社群頁面管理員的同意後，招募廣告才會張貼於這些社群媒體的平台。最後總共有三

對臺灣夫妻參與本研究。其基本資料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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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面對不孕求子歷程受訪者基本資料

匿名 職業 求子時間 求子結果

S1夫 私人公司職員 2-3年 試管療程成功

S1妻 私人公司職員 2-3年 試管療程成功

S2夫 自家公司 6年 自然受孕成功

S2妻 家庭主婦 6年 自然受孕成功

S3夫 教育心理工作者 8年 領養小孩

S3妻 教育心理工作者 8年 領養小孩

二、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研究者長期關注親密關係、華人文化與家庭議題，在臺灣取得碩士學位與諮商心

理師專技證照並累積超過十年實務經驗後，赴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持續研究家庭與文

化議題。在碩士班與博士研究期間以質性訪談進行相關研究，透過研究設計、訪談執

行、逐字稿分析及研究成果撰寫，累積質性資料蒐集與分析經驗。

（二）協同資料分析者

研究者邀請生理性別男性的協同分析者，其具備婚姻治療相關碩士學位及諮商心

理師專技證照，並具備性別與家庭文化相關知能，協助研究者在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過

程中完備研究的準確性與真實性（王文科、王智弘，2010）。

（三）訪談流程

在研究招募後，研究者會連繫對此研究主題有參與興趣的夫妻，以安排訪談日

期。本研究共有三對臺灣夫妻參與訪談。其中研究者與S1、S2夫妻進行了面對面的聯
合訪談，訪談地點設於私人隱密的空間，以減少外界干擾。訪談過程先由夫妻共同接

受訪談，隨後分別進行個別訪談。而在聯合訪談後安排的個別訪談，主要是希望更深

入瞭解每位受訪者對於不孕求子歷程的個人感受與想法（Voltelen et al., 2018），整個
訪談時間歷時90至120分鐘之間。在聯合訪談前、中、後的過程中，研究者同時謹慎
照顧夫妻雙方，並在參與者需求之間維持細緻的平衡，使用非對抗性的訪談技巧，以

促進平等與中立的氛圍（Voltelen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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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S3夫妻，由於訪談時正值臺灣COVID-19疫情嚴重之際，故夫妻雙方改
採線上個別訪談（各約50–70分鐘）。後續分析時，研究者以共同事件為比對基礎，
交互參照夫妻雙方之敘說內容，以降低不同訪談形式可能造成之影響。

（四）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

研究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的方式，依據三項研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1）臺
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的歷程為何？（2）臺灣夫妻在面對不孕求子歷程中其互動關係
經驗的呈現為何？（3）臺灣夫妻在面對不孕求子歷程中，如何面對來自原生家庭的
生子壓力？內容包含如下：

（1）過去雙方的互動經驗為何？
（2）是誰先發現不孕狀況的？怎麼開始求子歷程的？
（3）在討論不孕狀況時，對方會說或做什麼？此讓自己的感受如何？
（4）當和原生家庭（對方家庭）談到不孕狀況的時候，覺得他們的態度和 觀點

如何？這會如何影響你和你的另一半以及你們的關係呢？

（5）雙方家族對於夫妻的狀況是否知悉？互動經驗為何？夫妻通常會怎麼處理
其他人對此的詢問或「關心」？

三、資料分析步驟

本研究參照Riessman（1993/2021）所提出之敘事分析五個再現層次作為資料分
析之架構，並依研究實際操作歷程進行調整與具體化。分析程序如下：首先，在「關

注經驗」階段，研究者以臺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之生命歷程作為研究焦點，透過反覆

閱讀相關文獻、形成研究問題及撰寫研究札記，釐清自身立場與研究敏感度，作為後

續訪談與分析之基礎。在「訴說經驗」階段，研究者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蒐集資

料，於訪談歷程中以傾聽、回應與追問的方式，引導受訪者敘說其經驗脈絡；研究者

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被視為共同建構敘事意義的過程，而非單向資料蒐集。第三，在

「轉錄經驗」階段，所有訪談內容均完整轉錄為逐字稿，並於轉錄過程中保留語助

詞、停頓與情緒語氣，以維持敘事脈絡與語境之完整性；同時進行初步備註與標記，

作為後續分析之依據。第四，在「分析經驗」階段，研究者反覆沉浸於逐字稿文本之

中，依序進行語句標記、意義單位辨識、摘要整理、主題歸納與跨個案比對等步驟，

並透過排序、連結與重構文本脈絡，形成後設故事（meta-story）。本研究以敘事分
析作為主要分析取向，主題歸納則作為理解與組織敘事內容之分析工具。研究者首先

進行個別敘事分析，以理解每位受訪者對不孕求子經驗之意義建構；其後再進一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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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為分析單位進行對偶層次分析（dyadic analysis），比較夫妻雙方對相同事件之敘
說內容、情緒反應、角色定位與互動方式，辨識其一致性、差異性、互補性及相互影

響歷程。透過夫妻敘說間的相互參照與比對，進一步理解其如何在性別角色、原生家

庭期待及華人家族主義文化脈絡下，共同協商不孕求子歷程之意義與行動。另在此過

程中持續撰寫分析備忘錄，檢視研究者詮釋位置，以提升研究之反思性與一致性。最

後，在「閱讀經驗」階段，研究結果以敘事文本與主題分析併呈之方式呈現，使讀者

得以在自身社會文化脈絡中賦予意義；研究者亦透過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與
引述原始語句，使受訪者經驗得以在動態與多元視角中被理解與再現。

參、研究結果

一、從「完整家庭」想像到求子旅程的啟動    

多數臺灣夫妻在婚後普遍將「生育子女」視為婚姻生活的自然延續（劉芝吟，

2022），然而在長時間無法自然受孕後，才逐漸意識「不孕」可能成為自身需面對的
議題。本研究中的三對夫妻皆描述了相似的歷程：在正式進入醫療求子之前，心中早

已存在對於「完整家庭」的想像與期待，此一圖像往往成為踏上求子之路的重要心理

起點。

「那時候沒有特別喜歡小孩，但是其實小時候…，我們家是哥哥跟我，就兩

個，所以我小時候的藍圖就是未來婚姻生活藍圖也就是要一男一女，這樣才

是一個…，好像就是一個範本，就是要有一男一女的這樣，才是一個很完整

的感覺，那個時候的幻想其實是這樣子。」（S1妻，S1C1W0030-1）
「我覺得我不能沒有小孩，不然你結婚…，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也是可以

就一直當男女朋友就好啦，結婚感覺就是要有小孩共組一個家庭，這樣才是

一個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是我從小的夢想。我從國小就是想說，就是跟一個

老公結婚，然後生兩個小孩，一男一女，當初畫的圖是這樣。」（S2
妻，S2C2W0118-1）
從受訪者敘說可見，「完整家庭」並非僅是對孩子的喜愛，而是一種深植於成長

經驗與社會文化的家庭範本想像，並在「結婚—生子」的連動中被內化為婚姻意義的

一部分。受訪丈夫亦將「是否生子」與「是否結婚」連結，顯示子女在婚姻中的象徵

地位不僅關乎親職角色，更關乎對家庭「完成」的認知。



91臺灣夫妻不孕求子歷程之對偶研究

「我覺得還是要有小孩才是比較完整的一個狀態。那就像太太說的，那如果

我沒有想要小孩的話，那基本上我不需要結婚。」（S2夫，S2C2H0101-1）
「他（夫）其實，我（妻）之前有問過他，就是他是覺得說，結婚之後如果

沒有小孩，他覺得這樣不算一個完整的家，他比較傳統觀念的那種感覺。」

（S1妻，C1W0028-1）
此外，本研究三位受訪丈夫皆為家中長子，此一家庭位置進一步加深其對生子議

題的責任感與敏感度；相較於妻子多以人生藍圖或情感期待描述生子意義，丈夫較常

以「責任」、「傳統」與「家族延續」等語彙陳述求子動機。長子角色所承載的父系

血脈傳承意涵，使生育不再只是夫妻間的私領域選擇，而逐漸轉化為一種需向原生家

庭「交代」的責任，也因此影響夫妻在不孕歷程中如何評估彼此的努力、角色分工與

情緒表現。

「我老婆那邊是還好，他們是說有沒有小孩都還好。但對我來講，我是家中

的長子，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小孩子，也會有一點就是傳統的壓力。」（S3
夫，S4H009-1）
「我可以很自由，但是一但決定要踏入家庭，我就希望他是一個完整的家，

這樣才是我想要踏進來家庭的樣子，要不然其實我也不一定要結婚。但是當

然爸媽有一些壓力，我可能有一些對原生家庭的壓力在。（研究者：因為你

算是長子？）（妻：對，長子獨子）對，所以會有一個這樣的壓力，所以她

（妻子）也會有這樣的壓力。」（S2夫，S2C2H0106-1）
在S1夫妻的互動中，妻子對丈夫「不夠積極」的感受，交織著對夫家期待的回應

壓力；當丈夫未展現主動性時，妻子所承受的不只是兩人步調差異，包含「如何向夫

家交代」的焦慮與挫折。

「就覺得你（夫）…，不積極一點，我們到底怎麼樣會有，那我出去要怎麼

跟人家說，我說因為你都不做啊，我就沒有阿，又要怪我嗎？就是有的時候

妳會有一點惱怒，在這一塊上面。就會覺得到底是你想要還是我想要？怎麼

都是我在急、我在趕這樣子，然後你都沒有一些表現。所以生氣的程度還是

比較多，然後好的部份就是剛剛講的，他就配合你，可是因為就是…，我剛

講有一部份是妳心裡也會覺得說，是你（夫）想要啊，我是在為了說想要、

你們家也想要，想要小孩子。那目前我們夫家也只有我們結婚，那就也會想

說趕快給個交代，公婆也在期待、也在等，都已經為了這樣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感覺你好像沒有很積極這樣子，這一點會讓我生氣。」（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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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S1P1W0010-1）
相對地，丈夫面對妻子情緒時，傾向以「體諒其為家庭付出」作為退讓與承受衝

突的理由，反映其將妻子的身心勞動視為一種家庭責任的實踐。  
「如果起爭執，我…，好吧，就讓妳宣洩一下，因為妳也用妳付出的那些辛

苦，幫我們這個家生了一個小孩，我就讓妳宣洩一下，我也不想跟妳講什

麼。」（S1夫，S1P1H0040-1）
而在S3夫妻的敘說中，文化期待以「夾心式」的形式展現：丈夫一方面理解自身

作為長子所承載的傳承責任，另一方面又深刻感受妻子在療程中身心煎熬，形成在

「回應父母期待」與「心疼伴侶處境」之間來回擺盪的兩難位置，並進一步影響夫妻

在支持與理解上的感受落差。   
「我老婆她是一個非常有界線的人，因為角色上的不同，我可能自己在界線

上是很模糊的。一方面兩邊（妻子與父母）都想要討好、去安撫。對我來

講，可能我越心疼我老婆的這個過程，因為這也不是她想要的，因為沒有人

想要這種狀況，但又覺得爸爸媽媽在他們那個年代，會有這個期待，一種傳

承的期待，……」（S3夫，S4P1H0012）
整體而言，文化脈絡並非僅作為背景存在，而是透過「傳承」、「交代」與「責

任」等意涵，具體形塑夫妻如何評價彼此的行動與情緒表現，並在互動中生成不同步

卻彼此牽動的關係動力。

二、在停與進之間：不孕療程中的身心煎熬與決策歷程

在不孕求子的歷程中，人工生殖療程不僅是一連串醫療程序的累積，更是一段長

時間交織著身體負荷、情緒消耗與經濟壓力的身心歷程。三對受訪夫妻皆提及，在正

式踏入療程後，生活節奏逐漸被醫療安排所牽引，從排卵監測、取卵、植入到等待結

果的反覆循環，使「時間」本身成為一種壓力來源。療程中的不確定性，使夫妻同時

處於期待與恐懼並存的狀態，而每一次失敗的結果，往往伴隨著自責、失落與難以言

說的情緒低潮。

「那段時間就是又期待又害怕失落失望，來來去去來來去去…，然後等待的

過程，真的…，非常痛苦。但這個真的沒有人，沒有人可以去談的。」（S3
夫，S4H019-1） 
對多數受訪妻子而言，身體作為醫療介入的主要承載者，承受了注射、手術與流

產等具體而直接的身體經驗，疼痛與創傷往往具有高度記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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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肉痛一下就過了，但是妳如果有懷孕到有流掉，那種心情…，掏心裂

肺，反正那一些很難過的形容詞真的就是我完全可以感受的。」（S2
妻，S2P2W0006-1） 
相較之下，丈夫雖較少直接承擔身體侵入，但在陪伴、等待與目睹伴侶受苦的過

程中，亦承受著無力感與情緒壓抑。此種「身體負荷—情緒承載」的分布差異，使夫

妻在療程中呈現出不同形式卻彼此牽動的壓力經驗。

「其實那一次之後我就隔了很久都不想去做，一開始醫生他就是開那個藥讓

我自己回家吃，然後自己在家自然流掉，所以其實那個過程，我先生有在旁

邊，他也可以感受得到自然流掉那個部份，可是因為我又沒有流乾淨，所以

後來醫生幫我動了一次刀，就是我又進了一次手術房這樣，對。反正就是我

覺得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經驗啦！。」（S3妻，S4W024-3）
在療程反覆的循環中，「是否繼續」逐漸成為夫妻必須面對的核心議題。受訪夫

妻多以「再試一次」、「最後一次」等語彙描述其決策歷程，顯示「停」與「進」並

非單一時間點的理性選擇，而是一種隨著經濟資源、年齡條件、身心負荷與關係狀態

持續評估的動態歷程。對部分夫妻而言，「進」代表尚未放棄的希望與對彼此的交

代；而「停」則往往意味著對身體極限的體認、對創傷記憶的保護，以及對關係穩定

的重新優先排序。

「最後一次…，我們這次植入的試管是在台中，我們最後一次是在台中做

的，我就跟我老公講說，我們這一次就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S2
妻，S2C2W0130-1）
「我忘記是在前年還是大前年，反正就是那一次也是失敗，然後其實再做那

一次之前就是…，其實年紀也大了，就是我現在41嘛，所以那時候應該是
38、39吧，就覺得說那就做最後一次看看，然後我覺得也是給我老公一個交
代跟給自己一個交代，然後我也跟他說我這次沒有成功我就不會再做了。

對，那然後當然就是…，沒有成功。」（S3妻，S4W038-1）
因此，「停—進」不只是醫療選擇，也反映夫妻如何在不同步的身心狀態與期待

之間，逐步形成可共同承擔的決定。療程因而成為伴侶重新調整角色、責任與關係位

置的重要歷程。

此外，受訪夫妻的敘說亦顯示，「停—進」決策雖表面上為夫妻之間的協商結

果，實則仍隱含原生家庭期待的滲透與影響。特別是在母親或婆婆對「求孫」意向的

間接表述之下，夫妻往往重新評估是否繼續療程，使決策過程不僅關乎個人身心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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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條件，也涉及對家庭關係與情感連結的回應。此種外在期待未必以直接施壓的形式

出現，卻透過言語暗示、情感關懷或命運觀點等方式，成為夫妻在「是否再試一次」

時難以忽視的心理參照點。

「那時候我媽就會講一些…，反正類似那種，有就…，（命定）對，就我個

人感覺，那妳（母）都這樣講了，那就算了。可是我不知道她（妻）的感覺

是怎麼樣，只是說那個時候，因為我那時媽媽都會這樣講，什麼生孩子有

…，反正就類似那種俗諺，有沒有小孩，……」（S2夫，S2C2H0117-1）
「就至少她（婆婆）這樣講出來了，她（婆婆）也是對外講說，他們（S2夫
妻）都已經這麼努力了，又不是說沒努力，如果真的再努力沒有小孩，我們

也沒辦法，因為他們（公婆）也沒辦法幫上任何忙，她（婆婆）都這樣講

了，然後就想說，……」（S2妻，S2C2W0140-1）
「那就想…，我們兩個就想說，反正這個就最後一次，因為我也想說她

（妻）這樣打針取卵也是很辛苦，所以就，……」（S2夫，S2C2H0119-1）

三、共同求子的開始：主導與配合的角色協商

本研究發現，在生殖醫療安排的歷程中，夫妻之間逐漸形成一種「妻主導—夫配

合」的對偶互動模式。

「就是我是規劃者、他是執行者，所以我們沒有雙頭馬車的那種，就是我

講，他就基本上有八、九成都是直接我說的算，就像他說的，他很相信我的

一些規劃能力，所以我去搜集好，他都覺得我如果跟他講，就是我已經查了

很多、做了很多功課，然後這是我的結論，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子，那我們

就這樣做。」（S1妻，S1C1W0083-1）。
而此種主導並非延續日常家庭中的權力位置，而是一種情境性與任務導向的角色

轉換。受訪的S2妻即明確指出，在求子議題上，夫妻之間的權力分布呈現出與日常生
活不同的樣貌：

「只有在這一部份（求子），是我在做主導，我們平常像現在的生活、我們

夫妻或家庭生活，我們家庭的事情都是他（夫）在主導…，只有這一部份，

小孩子部份是完完全全聽我的。」（S2妻，S2C2W0200-1）
此段敘說顯示，在生殖醫療情境中，夫妻之間並非固定的權力階序，而是一種隨

議題而調整的互動模式。妻子因身體作為醫療介入的主要承載者，加上對療程資訊的

高度掌握，使其在求子議題中自然承擔決策主體；而丈夫的「配合」並非全然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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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對伴侶身體經驗與情緒負荷的回應方式。此種「妻主導—夫支持」的互動形

式，構成了一種具對偶特質的協作模式，既展現差異分工，同時亦維繫關係的合作平

衡。

然而，此種「妻主導—夫配合」的互動並非始終處於穩定平衡狀態。由於生殖醫

療的身體介入多以女性為主要承載者，再加上工作與生活節奏的現實限制，不少受訪

妻子在療程初期往往選擇獨自面對頻繁的就診、等待與身體不適。當醫療行動長時間

由一方單獨承擔時，原本的角色分工可能逐漸轉化為情緒負荷的不對稱，進而成為關

係中的潛在張力來源。此種由「分工」轉為「失衡」的過程，使療程不僅是身體經驗

的累積，同時亦成為伴侶關係重新調整的重要節點。

「一開始其實我都是一個人去做，那個要很頻繁地進出醫院嘛，然後常常可

能幾天就要過去啊，然後每次等就等很久啊，我記得我第一次做的時候我都

是一個人做，然後只有在我先生需要出現的那一次他出現這樣子，不然其他

就是他可能工作啊沒有辦法請假…，我跟他說我一個人就可以，可是後來我

會覺得說，其實我這樣一個人很疲憊，然後這件事好像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情，就是應該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我就覺得我沒有很積極，就是我覺得一

個人去做很累啦，然後他也不了解我一直坐在那邊等…，其實我也很無聊。

可是我又不能不這麼做，我就必須要坐在醫院等這件事情。」（S 3
妻，S4W023-1） 

四、壓力之下的錯位：情緒需求與保護策略的拉鋸

臺灣夫妻在不孕求子歷程中面對了來自傳統傳宗接代的壓力、醫療過程中的身心

壓力、經濟壓力；這些多方壓力的累積常壓得夫妻喘不過氣來，也增加了夫妻互動關

係的困難。本研究也發現，伴侶雙方即使看似共享同一壓力情境，仍可能採取不同的

情緒調節與因應策略；當策略彼此不一致時，容易形成互動的錯位，進而加深負向感

受並拉高關係張力。

以S1夫妻為例，妻子在療程與等待結果期間，傾向以「說出來、被安慰」作為自
我安頓的方式，期待先生能提供即時的情緒支持；然而當她嘗試「討拍」時，卻經驗

到先生較冷淡與低反應的回應，因而轉為生氣與失望：

「其實有時候妳想要跟他（夫）討拍，都會…，更生氣，因為他沒有什麼太

大的反應，就是妳跟他講完他可能就冷冷的…，他講不出安慰妳的話，所以

有時候妳可能想要跟他講一些什麼安慰妳，結果妳講完之後就覺得…，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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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沒有反應，然後就會更火大，所以就還是不要講比較好。」（S1
妻，S1C1W0053-1）
相對地，S1夫的敘說顯示其「沉默」並非毫無感受，而是一種避免讓妻子負擔加

重的保護策略。他刻意壓抑自身情緒，將表達撤回到關係之外，以維持妻子的情緒穩

定：

「（我）盡量不表現給她看，因為她本身就有工作壓力，還有試管這兩種壓

力，她本身壓力就已經很重，我不會再把我受到的，她不知道的壓力再跟她

講。所以就她說的，冷冷的，……」（S1夫，S1C1H0024-1）
「其實（試管失敗）我也很傷心，只是想要安慰她，就先顧她的情緒，之後

等 她 睡 了 我 再 自 己 去 平 復 ， 自 己 宣 洩 自 己 的 情 緒 。 」 （ S 1
夫，S1P1H002-1）
從對偶層次觀之，這形成一種「妻子追求情緒連結—丈夫以撤退維持穩定」的互

動循環：妻子越需要被回應，越可能感受到落空並升高情緒；丈夫越擔心增加壓力，

越傾向降低回應、獨自承擔。此互動不必然代表關係破裂，但會使夫妻在不孕脈絡下

更容易進入「避免談論」的相處方式，暫時以功能性配合取代情緒交流，成為求子壓

力下維持日常的折衷策略。

「其實我們兩個有時候會互動的就是，反正就不要再提（求子）這一塊，那

反正時間到了就去醫院看醫生，就吃藥幹嘛之類的。」（ S 2
夫，S2P2H0016-1）
「我覺得在這樣的議題裡面，自己也不夠成熟去承接，當她在陳述這個事情

的時候，我可能會更糟這樣的狀況…，除了這件事（求子），其他事情都可

以…，當這件事的時候，好像就意味著…，喔 刺激要來了，這件事情對我
們來說是種刺激。」（S3夫，S4H016-1）

五、當原生家庭進入關係：承接、期待與界線協商 

在臺灣整體為父系家庭延續血脈的文化氛圍下，大部分的受訪妻子，都會希望先

生可以協助抵擋來自原生家庭的求子壓力。S1妻表示剛開始以為先生對來自原生家庭
的壓力反應冷淡，但事後知道先生會私底下直接去和公婆溝通。

「他都有跟我公公婆婆講之類的，可是他通常都不太會跟我說…，可能雖然

他當下沒有什麼給我反應，就是我剛剛講的，希望他可能可以安慰我一下，

跟我講一些什麼，但是他就是一句話都不說，他也不回不怎麼樣，所以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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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蠻火的。就是覺得我已經很不爽了，你怎麼都不會講一些什麼。但是之

後就慢慢去了解，他事後會去…，因為他會單獨回去，就是有時候我上班的

時候，可能他就會私底下就跟我公公婆婆說，請他們就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可能會讓我有壓力，就幫我去跟他們溝通。然後之前我也有跟他說，有一些

部份我不方便講，因為是對公婆，畢竟兒子跟媳婦講的感覺就不太一樣，所

以有的時候，就是希望他去幫忙轉達一下。然後他就會跟我說，他會用他的

方式，去跟他爸媽溝通。」（S1妻，1C1W0087-1）
S2夫則表達了由於過往自己與原生家庭成員的互動經驗，故在生子議題上其他的

家庭成員不敢有太多意見，因此自己也有把握擋住來自原生家庭的壓力。

「我可以擋住他們（原生家庭壓力）的…，只要我說什麼，他們其他人就不

敢太多意見。所以相對來說，也算是一種可以在我太太這邊做一個保護層，

反正我們這邊是到我這邊就維持住，就不會再傳到她那邊。也是因為這樣的

一個狀況，所以剛好可以到我這邊就擋住了，只要我OK，他們那邊都不會
再有任何其他的意見，基本上我們這個部份就是以我為主，我就以她為主這

樣。」（S2夫，2P2H0009-1）
S3夫則是在受訪過程中表達較多自己為難的角色的；夾在父母的期待與心疼妻子

的辛苦中，S3夫形容自己就像「夾心餅乾」。 
「對我來講，我是家中的長子，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小孩子，也會有一點就

是傳統的壓力…，就是好像卡住，就好像夾心餅乾那樣（的角色），我爸媽

他們三不五時就會提供一些要去哪裡拜拜阿，他們也沒有直接說明對於生小

孩這件事，但我們都猜得到，所以我們就是…，三不五時也會去說明就是我

們想順其自然阿，這件事情也不能太勉強，而且我們也在這個過程中等

等。」（S3夫，S4H010）
但對於先生面對來自原生家庭壓力的間接回應方式，S3妻則表達了自己較不被支

持的感受。

「我其實很抗拒啦，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因為我自己身體狀況我很

清楚啊，我知道這不是什麼求神問卜吃什麼東西…拜哪個神明就會有，我覺

得那個過程也比較沒有被支持到，因為其實我先生都會說『妳就聽老人家

的，就去做一做啊』，然後讓她（婆婆）覺得安心啊什麼的啊，可是其實我

一點都不想這樣做，就是這讓我很反感就對了，但是他（夫）沒有辦法理解

我，他就說妳就配合一下，或者是假裝一下或什麼，可是就算我配合、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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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可是其實我還是沒有辦法就是照老人家說的。」（S3妻，S4W033）
綜合上述互動經驗可見，在原生家庭求子壓力的情境下，丈夫多半被期待成為

「緩衝者」與「阻擋者」的角色，而妻子則傾向將其視為情緒支持與立場表態的重要

依靠。當丈夫能清楚承接並適度阻擋外界壓力時，夫妻關係較能維持穩定；然而，當

丈夫採取間接、模糊或順應式回應時，妻子較容易感受到支持不足與孤立，進而形成

「期待—落空」的對偶互動循環。此現象顯示，原生家庭壓力並非單向滲透，而是透

過夫妻之間的溝通與角色協商，被重新詮釋與再分配，其影響程度取決於雙方如何共

同界定彼此在家庭系統中的位置與責任。

六、從卡住到轉化：夫妻關係的結與解

在三對受訪夫妻中，S3夫妻的敘說最清楚呈現出不孕歷程對婚姻關係的拉扯與轉
化。不同於僅止於事件描述，夫妻雙方在面對原生家庭壓力時所展現的感受、回應與

期待，形成明顯的落差與關係張力：一方理解卻無法承接，另一方承擔卻難以表達，

關係在拉扯中既緊繃又未斷裂。妻子一方面深知丈夫所承受的壓力與掙扎，但另一方

面卻在情感層次上感到「未被理解」與「未被站在同一陣線」，呈現出「理解對方」

與「自我渴望被理解」之間的對偶落差。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難度過耶，他（夫）沒有度過我也很難，就是妳好像

每個晚上都知道他（夫）在煩惱同樣一件事情，然後那幾年就是這樣子。雖

然他不講，可是妳就是知道，然後我覺得那個很難度過，是因為妳就是每天

都在經歷。」（S3妻，S4W041）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這麼多年了，他好像都不可以體諒我或者理解我，或者

是站在我這邊跟他媽媽說不要再做…，不要再這樣說或做這件事情，就是不

要再要求我們生小孩，就是我也會有情緒…，就是我也會對他的沉默或順服

啊，或者是我感覺不到他可以理解我，理解我的選擇，然後支持我。就是站

在一個丈夫，我覺得我也需要被疼惜那種感覺，就感覺不到。然後其實我也

會…，對這個部份會有情緒這樣子。」（S3妻，S4W039）
對丈夫而言，沉默可能是一種避免衝突與維繫平衡的策略；然而在妻子的詮釋

中，這份沉默卻被感受為缺席與疏離，形成「自我保護」與「關係支持」之間的對偶

張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關係在長期壓力下呈現停滯與僵持，但雙方並未選擇離開

關係，而是在反覆的理解、衝突與沉澱之中逐步鬆動，呈現「卡住」與「未放棄」並

存的動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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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3先生說到一次太太表達了對於自己作為女性，因無法生育進而成為母親
的懷疑與痛苦，感受到震撼不已。

「我老婆曾經說過，就是爸媽說什麼她其實不是很在意，她在意的是我怎麼

去看待這件事。然後她也曾經說過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女人，因為女人有

一個可能是當媽媽的這個角色…，她說你都沒有體諒到我的心情，就是這幾

次的過程中，我（妻）也很難過，我也很受傷，我也想我是不是不是一個好

媽媽，就是自我懷疑的狀態，就好像不是一個女人的這種感覺（我）其實都

有接收（她的心情），其實每一次都隱隱約約有一些接受，但那一次就是覺

得…，恩恩…，蠻強大的」（S3夫，S4P1H0014、S4P1H0017）
因此，在原生家庭壓力滲透的情境下，夫妻關係並非單向惡化或單純修復，而是

在「理解與誤解」、「沉默與表達」、「卡住與前進」等多重對偶互動中持續變動。

這種關係的結與解，並非線性歷程，而是一種在文化脈絡與親密關係交織下的動態重

構。

綜整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將臺灣夫妻不孕求子歷程中所呈現之文化脈絡、醫療

經驗、夫妻互動與原生家庭影響，統整為一個對偶關係動態歷程（見圖1）。此歷程
顯示，不孕求子並非單純個體經驗，而是夫妻雙方在文化期待、醫療決策、情緒調適

與家庭系統影響下，持續協商與調整之關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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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夫妻不孕求子之對偶關係動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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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以夫妻對偶（dyad）而非個體作為分析單位，補充過去不孕研究多聚焦個
別心理衝擊與情緒調適之限制。研究結果顯示，不孕並非丈夫與妻子各自承受壓力，

而是夫妻在文化期待、性別角色與原生家庭介入下，透過角色分工、情緒回應與療程

決策持續協商，形成相依且互補的關係動態。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於提出不孕歷程

應被理解為一個文化脈絡下的夫妻對偶協商歷程，而非個體因應歷程，進一步補充過

去較少從伴侶互動觀點理解不孕經驗之研究。

過去研究指出，不孕可能造成伴侶關係緊張甚至破裂（Greil, 1997），亦可能促
進親密感（Schmidt, 2005b; Peterson et al., 2011）；伴侶對社會壓力的理解及因應方式
是否契合，是影響關係調適的重要因素（Greil et al., 2018; Peterson et al., 2003; Pasch & 
Sullivan, 2017）。然而，既有觀點多分別呈現女性較積極投入療程並尋求情感支持、
男性則傾向保持距離的個別差異（林旖旎等人，2004；Peterson et al., 2012），較少說
明雙方的因應方式如何在關係中相互回應與循環。此類差異與社會所建構的性別角色

及療程參與程度有關（Molgora et al., 2019; Pasch & Sullivan, 2017），也須置於其文化
脈絡中理解（Greil et al., 2010）。
相關研究顯示，不孕的意義深受社會文化形塑。例如，迦納社會中的不孕污名會

損及男女的社會尊重與健康（Tabong & Adongo, 2013）；中國社會則將生育視為維繫
婚姻、實踐孝道及取得家庭網絡中「正常」位置的重要條件（Yao et al., 2018）。據
此，以下將從性別、家庭文化與對偶互動的交織，討論臺灣夫妻如何共同回應不孕求

子歷程的壓力與挑戰。

（一）選擇進入婚姻就要生養孩子的壓力與挑戰

從本研究的三對受訪夫妻來看，進入婚姻就表示要生養孩子的傳統婚育觀念仍然

強烈的存在於臺灣異性戀夫妻；受訪的S2夫妻更直言若沒有想要有小孩，兩人其實當
初不需要結婚。確實，臺灣目前的人工生殖法也支持著這樣的生育觀念；若想要合法

透過人工生殖技術擁有與自身有血緣關係的小孩，那麼進入異性戀的婚姻關係是唯一

的途徑（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但這種進入婚姻有很大的目的是為了要
「生小孩」及「孩子必須要在婚姻中出生」的傳統價值觀，似乎從一開始就對臺灣的

不孕夫妻注入了極大的壓力，更貫穿了整個臺灣夫妻的不孕求子歷程。而此似乎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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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過去臺灣關於不孕者的心理研究，始終清一色呈現不孕所帶來的身心負面影響

（林幗怡，2019；陳惠婷，2019；楊佩欣，2016；詹豐毓，2009）。
另外在本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因為從進入婚姻的一開始，夫與妻就肩負著傳統文

化下的傳宗接代壓力，三對夫妻在不孕求子的歷程幾乎皆無法直接面對及開誠布公討

論此對於彼此的影響。若進入了生殖療程，妻子因為是整個療程的主體，所以擔負起

蒐集資訊及療程確認的角色，先生也只能從旁協助及配合。若面對療程中的失敗經

驗，彼此也僅能帶著各自的失落獨自療傷及轉移注意力，以迅速讓求子歷程可以持續

進行。在S3夫妻的求子歷程中，夫妻間更強烈的意識到不孕議題所帶來的關係以及情
緒張力。而想要「愛的結晶」本該是夫妻倆可以共同討論與分享的話題，卻因為傳統

文化價值觀所帶來的強烈壓力，成為臺灣不孕夫妻的關係「地雷」。

臺灣雖然在性別平權的發展上在亞洲處於領先的位置，但過去的研究也發現這樣

的平權發展有著明顯的世代差異（李怡青，2020）。中研院學者鄭雁馨亦指出，臺灣
在性別平等改革下，教育與就業率皆有非常亮眼的表現，但遇上與父權文化與家庭主

義極度相連的婚育觀，則鬆動的幅度非常小（劉芝吟，2022）。亦即當臺灣的異性戀
伴侶選擇進入婚姻，就意味著進入龐大的生子壓力與氛圍中，不僅是夫妻本人，周圍

親友皆會將關注的焦點圍繞在生育上，不僅對於不孕的夫或妻造成莫大的壓力，更對

於夫妻間的關係與親密造成負面衝擊。以本研究S2夫妻為例，兩人於決定以最後一次
人工生殖作為療程終點後，意外自然懷孕。此經驗未必代表壓力與懷孕之間具有直接

因果關係，但也反映出，長期承受婚育文化期待所形成的心理壓力，可能是臺灣不孕

夫妻在求子歷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經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受訪夫妻多屬較年輕世代，雖然成長於性別平權逐漸

發展的社會，但在面對婚育議題時，仍普遍內化「完整家庭」、「傳宗接代」及「長

子責任」等傳統文化期待。然而，相較於上一代直接將生育視為義務，年輕夫妻更傾

向在夫妻關係與原生家庭期待間持續協商，因此文化影響並非消失，而是由外在規範

轉化為夫妻共同面對與協調的關係課題。

（二）無法成為母親成為女性身心的枷鎖

在臺灣，不孕對女性的影響遠大於男性，包括情緒、生理、人際關係與社會污名

等面向（林幗怡，2019；陳惠婷，2019；Hsu et al., 2013）。除了父系家庭傳宗接代
觀念，使進入婚姻的女性承擔生育責任，以及人工生殖以女性為治療主體所帶來的身

心負擔外，研究亦指出，臺灣已婚未能成功懷孕的女性常經驗強烈失落感（林文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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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與自我價值感低落（詹豐毓，2009）。結合上一段所討論，臺灣多數夫妻將生
育視為婚姻的重要任務，也反映女性傾向將「成為母親」視為生命歷程的重要目標。

加上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早已將自己與母職緊密連結，認為自己必須承擔生育責任

（潘淑滿，2005；Yao et al., 2018），因此更能理解不孕女性未能順利生育時的深刻
失落。

本研究中，最終未能順利懷孕的S3妻子，長期掙扎於人工生殖治療造成的身體不
適與先生對生子的期待之間；一次夫妻對話中，她表達了未能成為母親的深層失落，

以及身為女性卻無法生育的強烈自我懷疑，不僅震撼了先生，也促使其調整對生子的

急迫性，緩解了彼此的關係張力。然而，並非每對臺灣不孕夫妻都能如此深刻地覺察

社會建構下女性角色的意涵，也未必有機會充分表達與承接彼此的失落情緒

（Peterson et al., 2012）。因此，「成為母親是女性天職」的社會建構，仍可能成為臺
灣已婚不孕女性的身心枷鎖，並進一步成為伴侶面對不孕求子歷程中的關係阻礙與挑

戰。

（三）為了無愧於父系家庭角色責任所帶來的沉重壓力

過去學者指出，臺灣社會同時具有中度現代性與高度傳統性的特徵（Lu & Kao, 
2002），而此現象亦於本研究被凸顯。臺灣深受華人家族主義影響，強調家族延續與
父系家庭責任，個人在家庭中被期待履行相應的人倫角色（楊國樞、葉明華，

2018）；相對地，現代性則重視平權、個人自主與情感關係（高旭繁、楊國樞，
2011）。此種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文化脈絡，也呼應 Greil 等人（2010）所提出，不同
社會對不孕具有不同的文化意義與處理方式：較傳統社會傾向將生育視為女性責任並

伴隨較高污名，而現代社會則較重視個人選擇，並以生殖醫療作為主要因應方式。

本研究三對受訪夫妻皆選擇以人工生殖醫療處理不孕議題，但療程中的重要決策

仍深受傳統文化影響。S2夫妻在決定停止療程前，會先確認婆婆已理解並接受夫妻的
努力，使最後一次試管成為夫妻與家庭共同的「共識」；S3夫妻則歷經八年的掙扎
後，將最後一次人工生殖視為對彼此及原生家庭的「交代」，才得以結束求子歷

程；S1夫妻的敘說亦出現「交代」的意涵，妻子擔心無法向夫家交代，先生則因感念
妻子為家庭承受療程而選擇包容其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歷程中反覆出現的「掙扎」、「交代」與「感激」，並非只

是夫妻面對不孕的情緒反應，而是反映傳統文化下的角色責任如何持續介入伴侶對生

育、治療及停止治療等重大決策的協商歷程（利翠珊，2006；利翠珊、蕭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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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換言之，「交代」不只是回應原生家庭期待，更是一種夫妻重新界定自身角
色責任、協商是否繼續或停止療程的文化機制。在此文化脈絡下，生育不僅是生物性

的結果，更被賦予履行家庭角色責任的象徵意義，因此是否持續治療、何時停止療

程，以及如何向家人「交代」，都成為夫妻共同協商角色定位與家庭關係的重要歷

程。此結果亦與臺灣本土研究所指出，角色責任與愧疚感深刻影響不孕者心理及家庭

互動的發現一致（林文麗，2014；楊佩欣，2016；詹豐毓，2009）。
本研究因此顯示，臺灣不孕夫妻雖普遍採用西方生殖醫療技術，但醫療科技並未

取代傳統文化，而是與華人家族文化中的角色責任共同作用，持續形塑伴侶的決策歷

程、關係互動與家庭協商。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本研究所呈現的原生家庭壓力主要

來自夫家（婆家）系統，而較少由娘家成為夫妻敘說的核心經驗。此結果可能與華人

父系家庭文化有關，在傳宗接代的文化期待下，延續家族血脈主要被視為夫家責任，

因此婚育議題較容易由夫家提出或承載。然而，本研究並非表示娘家不存在相關壓

力，而是在本研究三對夫妻的敘說中，夫家壓力較為突出。未來若能納入更多不同背

景之伴侶，或可進一步比較夫家與娘家在婚育議題中的互動模式及其對伴侶關係協商

歷程的不同影響。

（四）何處是療程中失落與創傷的夫妻依歸？

從本篇研究可以看到，臺灣不孕夫妻雙方在整個過程中都面臨了多方的壓力與挑

戰；從雙方因為父系文化下傳宗接代的觀念所帶來的強烈角色責任，衍生出倚賴夫為

主的回應方式；到女性因為身體構造與社會化過程所建構出的母職認同，及人工生殖

療程以女性為主體的治療過程所發展出妻主導夫配合的療程安排；在在可以感受到臺

灣面對不孕求子的夫妻在這過程都擔負了極大的壓力與被賦予極沉重的責任。也由於

這樣的壓力與責任，面對療程中的等待甚或失敗時，更一定程度的衝擊著不孕夫妻的

關係與心情。

過去的研究指出，與自然懷孕的女性相比，接受人工生殖的不孕女性流產風險更

高，尤其是年齡較大者尤甚（Agenor & Bhattacharya, 2015）。學界通常以「生殖創
傷」一詞用來描述不孕與其產程時期的相關失落創傷，約有15%的女性會經歷此一歷
程，且常伴隨精神症狀或疾病，包括悲傷、憂鬱、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Bhat & Byatt, 2016）。雖然相關研究顯示在不孕療程中先生比妻子承受
的壓力較少，但這可能源自於男性表現悲傷的方式不同；即男性可能以少話、煩躁或

酗酒來表現自己的悲傷（Bhat & Byatt, 2016; Klier et al., 2002）。在本研究中，S1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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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其實在求子失敗時，自己也很難過，只是因為考量妻子的情緒，所以選擇先安慰

妻子後再自己處理自己的情緒；S2夫妻則在辛苦的求子過程中，雙方僅能選擇以轉移
注意力的方式來紓解壓力，且盡量避免談論這個「壓力事件」以各自安好為目標；

而S3夫妻更是在極大的引產創傷後，各自低落了好幾年，也讓夫妻關係卡在求子議題
中數年，使得雙方感到動彈不得、進退兩難。而相較於個人創傷本身，本研究更關注

創傷如何透過性別角色與文化脈絡進入夫妻互動之中。面對療程失敗與失落時，夫妻

未必直接分享彼此情緒，而是透過保護、沉默、體諒、轉移注意力或暫時保持距離等

方式回應對方。這些互動並非單純提升或降低關係品質，而是在文化期待、性別角色

與家庭責任的交互作用下，使一方的因應成為另一方回應的脈絡，形成夫妻持續調整

關係位置的對偶協商與平衡的歷程。

二、建議

（一）研究建議

本研究為臺灣少數以夫妻對偶（dyad）為分析單位探討不孕經驗的實證研究，不
僅同時呈現夫妻雙方的觀點，更從社會建構論觀點描繪文化脈絡如何形塑伴侶關係中

的互動經驗。然而，本研究納入之三對夫妻皆以女性因素為主要不孕原因，雖有助於

理解女性作為療程主體下的伴侶互動，但較難呈現男性因素不孕對伴侶關係的影響。

過去研究指出，男性面對不孕同樣承受顯著的心理壓力，「不孕」與男性氣概的連結

更可能造成其噤聲與污名經驗，進而影響伴侶互動及療程歷程（吳嘉苓，2002；楊佩
欣，2016；Arya & Dibb, 2016; Dooley, 2011; Wischmann & Thorn, 2013）。然而，近十
年臺灣探討男性不孕經驗的研究仍相當有限（楊佩欣，2016），更缺乏以夫妻共同受
訪為基礎的對偶研究。國外研究亦指出，伴侶雙方對社會壓力的知覺，以及因應與評

估方式的一致性，是影響伴侶能否共同面對不孕的重要因素（Greil et al., 2018; Pasch 
& Sullivan, 2017; Peterson et al., 2003）。因此，未來研究可持續以伴侶對偶為分析單
位，納入不同不孕原因及更多元背景之夫妻，進一步比較不同文化期待、性別角色與

互動模式對伴侶關係歷程之影響，以深化臺灣本土不孕伴侶關係之脈絡性理解。

（二）實務建議

本研究勾勒出臺灣面對不孕求子夫妻所面臨的處境與其在文化脈絡下所需面對的

挑戰與困難；研究結果顯示，華人文化中「傳宗接代」的觀念依然深刻鑲嵌於不孕夫

妻的求子經驗中，而其所衍生的角色責任除了強烈影響臺灣夫妻面對不孕求子的歷程

外，更為個人及夫妻關係帶來莫大的挑戰與身心負擔；若再加上不孕醫療歷程中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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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與失敗所帶來的失落，無疑使臺灣不孕夫妻的處境更加艱難。國外研究已指出，協

助不孕患者時應重視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及其可能造成的不同影響，以提供完整且

系統性的心理健康協助方案（Boivin et al., 2022; Greil et al., 2010）。在臺灣，不論針
對不孕當事人或夫妻關係的心理研究皆相當有限，更少有從社會建構觀點探討不孕夫

妻處境及其對夫妻關係影響的研究。本研究進一步以夫妻對偶作為分析單位，呈現文

化脈絡如何透過伴侶互動、角色協商及原生家庭壓力，共同形塑不孕求子歷程中的關

係經驗。本篇研究希望拋磚引玉，提供實務工作者從文化脈絡觀點理解臺灣不孕夫妻

的處境，以協助其鬆綁來自性別與傳統文化的角色束縛，辨識文化壓力如何影響親密

關係，進而促進夫妻共同面對不孕議題的挑戰。

此外，本研究亦建議，心理師及生殖醫療團隊在提供協助時，可將夫妻共同晤談

納入介入模式，不僅理解個人的心理適應，更應關注伴侶之間的互動模式、情緒錯

位、角色協商，以及原生家庭壓力如何影響夫妻關係，協助雙方建立共同理解與合作

因應的歷程，而非僅聚焦於個別成員的心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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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ertility journey of Taiwanese couples withi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 
Drawing on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on gender and culture, the study sought to understand 
infertility not only as a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or med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as a relational 
process shaped by cultural expectations, gender roles, family oblig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ners. Previous infertility research has often fo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s, whereas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partners jointly experience, 
negotiate, and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infertility withi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broader sociocultural 
context.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narrative inquiry and a dyadic research 
approach.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hree Taiwanese couples who had experienced 
infertility an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Individual narratives were first examined to understand 
each partner's meaning-making, followed by dyadic analysis focusing on how the partners described 
shared events, responded to each other, negotiated roles and decisions, and managed pressures arising 
from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infertility 
journey is not merely an accumulation of two individual experiences, but a dynamic relational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negotiation among cultural expectations, gender roles, medical treatment, 
and couple interactions. The couples initially embarked on their fertility journey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ly constructed family ideals, particularly the expectation of having children after marriage, 
the image of a "complete famil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the family lineage. As they entere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they experienced repeated physical and emotional burde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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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edly negotiated whether to continue or discontinue treatment. Decisions to "move forward" or 
"stop" were not single, purely medical choices; rather, they involved ongoing consideration of ag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burdens available resources, rel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the family. With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a wife-led, husband-supportive dyadic interaction 
pattern gradually emerged. Because women were the primary recipients of medical procedures, wives 
often took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gathering information, arranging treatment, and making treatment-
related decisions, while husbands tend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hese decisions. At the 
emotional level, however, partners did not always respond to infertility-related loss in the same way. 
Differences in partners' emotional needs and protective coping strategies sometimes resulted in 
relational mismatches: one partner might seek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whereas the other attempted to 
protect the relationship through silence, distraction, reassurance, or temporary emotional distance. 
These responses reflected not simply individual coping styles but mutually influential relational 
patterns shaped by gendered expectations and concern for one's partner. Expectations from families of 
origin further shaped the couple relationship. In the experiences reported by these three couples, 
pressure was more promin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husband's family. Husbands often assumed the 
roles of buffer, gatekeeper, and negotiator between their wives and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while both 
partners continued to negotiat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each other and the broader family system. 
The culturally embedded need to fulfill family obligations—to feel that one had "done one's part" for 
the family—also became intertwined with couples'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continue or end 
treatment. Across the infertility journey, the couples'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shifted dynamically among 
tension, impasse, protection, accommod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negotiation.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how individual coping responses become interconnected within the couple relationship 
and how cultural pressures are jointly managed rather than experienced independently.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infertility research by showing the value of treating the couple,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A dyadic perspective makes visible how one partner's emotions, acti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become part of the other partner's experience and how infertility is jointly constructed 
through ongoing relational negotiation within a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tend 
dyadic studies of infertility in Taiwan, particularly among couples with different causes of infertility 
and those experiencing male-factor infertility. In practice, mental health and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re encouraged to adopt culturally informed, couple-centered approaches that attend not 
only to individual adjustment but also to partners' interaction patterns, emotional mismatches, role 
negotiations, and family-of-origin pressures. Such interventions may help couples loosen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gender rol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ectations,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coping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enhance relationship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 infertility-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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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for relational growth.

Keywords: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experiences,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dyadic 
research, infertile couple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118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七十七期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00-08_77期封面＋版權＋中文目錄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01_01-38_謝淑敏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02_39-80_林嫚萱 刑志彬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03_81-118_劉禹婕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04_119-156_許崇憲 張德勝 王敬堯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157-184_77期附錄+徵稿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185-191_77期英文目錄＋封底

